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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与创新生存时间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曹 平，王桂军

( 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以国家“五年计划( 规划) ”为切入点，基于 2001—2010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经验分析了
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可以显著地提高被扶持企
业以新产品为表征的创新能力，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多种稳健性测试。进一步
地，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
准入机制实现。但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只能通过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机制提高创新能力，财
政补贴这一直接干预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甚至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此外，还基于生存分析
法研究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可以明显地延长

企业的创新生存时间。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给予了政府部门重要的政策启示，
为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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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一系列调控产业结构及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政策总

称，一般可以划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1］。其中，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在于倾斜
式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以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最终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中国的产业
政策是典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2］，最早出现于“七五”计划( 1986—1990 年) ，在随后的五年计划( 规
划) 中，产业政策都是重要内容。
然而，尽管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采用的一项经济促进政

策，但关于其是否有效这一关键问题，在国内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在经济起步期，
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提高资源重置效率［3］，缓解市场分割［4］，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5］，具有显著的

产业增长效应［6］;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效率［7］、企业投资效率［8］以及企
业绩效［9］等都存在负面影响。2016 年，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
业政策进行的激烈辩论将国内学界的交锋推上了高潮。林毅夫以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主张政府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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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为政府”，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并经由“两轨六步法”引领产业的发展; 而张维迎则应
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予以反驳，强调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认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可以说，在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焦点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回顾这些争论，两位学者主要考虑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另

一个关键的要素———创新效应。发展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提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
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10］，而技术进步源于创新，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
断变化的过程［11］。因此，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但纵观已有研究，仅有数篇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 黎文靖和郑曼妮［12］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

的公司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企业更多地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创新质

量;谭周令［13］、余明桂等［14］以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为切入点对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进
行了研究，均认为产业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且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孟庆玺等［15］从

“资源效应”和“竞争效应”视角研究了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认为产
业政策可以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但资源依赖下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
总结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可能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现有的企业创新

测量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6］，以上研究均采用了专利申请数量测度企业创新，但专利数量侧重

于对创新产出的度量，并不能反映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利润的能力; 第二，国家可能会基于多

种宏观因素对某个产业进行扶持，这便使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已有文献并没有很

好地处理这一问题; 第三，已有文献的研究均以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样本过于单一; 第四，
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但已有研究多从静态角度考察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

缺乏对产业政策是否影响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央政府“五年计划( 规
划) ”为切入点，利用 2001—2010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
法经验分析了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 1) 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总
体上可以显著地提升企业以新产品为表征的创新能力; ( 2)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机制实现，但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只能通过税收优惠
和市场准入机制提高创新能力，财政补贴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甚至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 3) 选择性产业政策可以明显地延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生存时间。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 1)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新产品这一全新的视角经验分析

了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弥补了现阶段研究中企业创新指标和研究样本过于单一

的不足，丰富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 ( 2) 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分析，有
效地缓解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 3) 创新性地利用生存分析法研究了选择性产
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弥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白; ( 4) 研究结论不仅从侧面回应了“林张
之争”，而且给予了政府部门重要的政策启示，为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研究问题
Lall［1］将产业政策划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具有非专向性和

非贸易扭曲性的“普惠式”特征［17］，而选择性产业政策则更倾向于采用倾斜式扶持、强烈干预市场等
“特惠式”手段［18］。学者们普遍认为，功能性产业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培养等
间接的方式对整个市场予以“普惠式”的扶持［17］，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物质、知识和技术等良好的创
新条件，而且可以营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企业克服外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地创
新［12］。但因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主要以后期的“特殊照顾”扶持被鼓励产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
很强的不确定性［12］，仅有的几篇文献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有必要基于不同的样本数据和研
究视角对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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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是一个跨期长、失败率高、预期收益不确定的复杂过程，需要企业保留足够的资金予以
支持［19］。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强等问题，企业的创新投入只能依赖内部资金，很难从外部
市场获得［20］。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扶持手段(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 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企业
的现金持有量，缓解了企业内源融资约束，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因此，从理论上讲，选

择性产业政策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但由于政策扶持手段和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在中
国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

其一，目前我国虽然实施了相当健全的产业政策，但对具体企业的扶持力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

约束，比如，地方政府在财政补贴的去向和发放额度上就有很大的支配权［21］。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的扶持，往往会与当地政府建立某种寻租关系，当扶持力度越高时，企业的寻租动机也

会越强［22］。为了持续得到政策扶持，企业往往会投入大量的资金( 寻租成本) 建立和地方政府的寻
租关系，这有可能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
其二，部分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扶持手段( 比如财政补贴) 直接提高了企业的利润水平，改善了企

业的经营绩效，这可能会使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和

收益不确定性，企业行为更可能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动力。
其三，不同类型的企业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扶持也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由于所有权性质和股权结构的不同，在面对市场环境和政策优惠时会存在较大差异。国有企业虽然可
以凭借与政府天然的联系优先获得政策优惠，从而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但这些资源并不一定被用在

企业的研发创新上。这是因为，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由政府任命，任期短且变数大，作为理性的
“经济人”，他们的目标函数往往体现在福利待遇和职位晋升上，这就导致他们更倾向于短期内的业绩
稳定而不尝试跨期长且风险高的创新活动。此外，国有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还承担了一定的政
策性任务，这些任务的实施也会挤占创新资金，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所以，选择性产业政策虽然更倾
向于扶持国有企业，但这并不一定会带来国企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它们面临着
更大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企业创新是它们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民营企

业更青睐于进行长期的创新研发而非短期的利润最大化［23］，另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融资方

面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政策效应可能会更加敏感。
因此，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此外，为了鼓励被扶持产业的发展，选择性产业政策往往会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市场

准入条件的降低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市场，其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产业内市场竞争程度的

提高。Hashmi［24］构建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指出，市场竞争与创新的关系取决于一国产业内企业技
术水平的差距: 当技术水平差距普遍较小时，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当技术水平

差距处于中等状态时，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呈倒 U型关系; 而当技术水平的差距较大时，市场竞争与
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综上，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虽然可以通过诸多扶持手段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但影响后

果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接下来的研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 1)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
新能力的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 ( 2) 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 3) 在不同
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1—2010 年) ，该数据库详细统计了
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行业特征、所有制形式、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投入产出等
信息，具有相当可观的研究价值，但聂辉华等［25］指出该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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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详细的矫正方法，我们根据这些矫正方法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26］，对样本数据做了如下处理:

( 1) 根据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电话号码、邮政编码等信息对不同期间的企业进行匹配，将原截
面数据整合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 2) 将行业类别按照 2003 年以后的新行业代码重新编排; ( 3 ) 剔除
关键指标( 包括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及固定资产净值) 缺失的观测值;
( 4) 剔除员工人数小于 8 的观测值; ( 5) 剔除资产总额小于流动资产或资产总额小于固定资产净值
的观测值; ( 6) 剔除 1949 年之前成立的观测值; ( 7) 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
1%的 Winsor 缩尾处理。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样本区间内 2004 年为普查年份，由于统计口径的变
化，该年数据没有“新产品产值”这一指标，因此从样本中剔除。
( 二) 变量定义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Policy 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 当企业在政策扶持范围
之内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Policy1 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 当企业在政策重点扶持
范围之内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Policy2 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 当企业在政策一般扶持
范围之内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Innov 新产品产值 /工业总产值
ＲD 企业研发投入 /资产总额
Innov_part 企业当年有新产品产出取值为 1，否则为 0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Age 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

Nature 如果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Staff 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FA 企业固定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
Lev 企业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Ｒoa 企业净利润 /资产总额
Sub 企业所获补贴金额 /销售收入

Tax 所得税实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费用 /税前利润，所得
税实际税率越小表示税收优惠力度越大

Loan 长期负债 /总资产

HHI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 ，HHI =∑( Xi /X) 2，X =
∑Xi，其中，Xi 为行业内第 i 个企业的销售额，HHI 越
大，市场竞争程度越低，HHI越小，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Year 年度固定效应
Ind 行业固定效应

1．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现有研究中国产
业政策和企业创新的实证文献［13-15］相同，本文

基于对“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2001—
2010 年) 的解读，对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如下
定义: ( 1) 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中出
现“发展”“振兴”“鼓励”等字眼的行业视为受
选择性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 ( 2 ) 不同程度的
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为此，我们进一步将涉及“大力振兴”“重点发
展”或“重点鼓励”字眼的行业视为重点扶持行
业，将其他受扶持行业视为一般扶持行业，以

捕捉不同程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异质

性作用; ( 3 ) 设定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
Policy、Policy1 和 Policy2，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

2． 企业创新能力。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新产品被定义为企业生产过程中首次采用

新技术、新设计或较之前有重大改进的产品，
由此来看，新产品是一个企业创新能力的集中

体现。因此，参考已有文献［27］，本文以新产品产
值测度企业的创新能力，具体来讲，我们以企

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Innov) 作
为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我们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补充以企业研发投
入( ＲD) 及企业是否参与创新( Innov_part) 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测试。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13，27-29］ 及审稿人建议，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特征变
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性质( Nature) 、企业员工人数( Staff) 、固定资产占
比( FA) 、资本结构( Lev) 、资产报酬率( Ｒoa) 、财政补贴( Sub) 、税收优惠( Tax) 、融资能力( Loan) 和市场
竞争程度( HHI) 。另外，我们还对年度固定效应( Year) 和行业固定效应( Ind) 进行了控制。
所有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 三) 描述性统计特征

描述性统计显示①，新产品产值占比( Innov) 的均值为 0. 034，表示样本总体中新产品产值平均
仅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3． 4% ; Innov_part均值为 0． 131，表示只有 13． 1% 的企业样本参与了创新。这些
信息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在 2001—2010年间创新能力较为不足，总体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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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另外，国有控股虚拟变量 Nature均值为 0． 139，表示在样本中只有 13． 9% 的国有企业，多数为
民营企业; ＲD的观测值仅有 879 326个( 其他变量观测值为 1 447 614个) ，说明数据库中该变量存在
大量的缺失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模型设计与计量方法

为了检验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12］的做法构

建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Innovit = α + β1Policyit ( Policy1 it、Policy2 it ) + β2Controlit +∑ Year +∑ Ind + εit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能力，具体以第 i 个企业第 t 年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Innov) 表示，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替换为企业研发投入( ＲD) 及企业是否参与创新( Innov_part) ;
Policy、Policy1和Policy2为政策虚拟变量，其系数 β1是我们重点关心的政策效应系数，它反映了选择

性产业政策对被扶持行业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幅度; Control 为控制变量组; Year 和 Ind 分别为年
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ε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样本企业许多年份存在新产品产值和研发投入为 0 的现象，这导致被解释变量新产品产值

占比( Innov) 及研发投入( ＲD) 的概率分布变为混合分布( Mixed distribution，由一个离散点与一个
连续分布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 OLS来估计，无论使用的是整体样本，还是去掉离散点后的子
样本，都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所以更适合采用归并回归( Tobit模型) ，因此，在接下来对 Innov和 ＲD
的回归中，我们均采用 Tobit模型进行估计。
( 二) 结果分析

表 2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能力回归结果

全样本
( 1) Tobit

重点扶持企业
( 2) Tobit

一般扶持企业
( 3) Tobit

国有企业
( 4) Tobit

民营企业
( 5) Tobit

Policy 0． 561＊＊＊
( 0． 009 44)

0． 736＊＊＊
( 0． 015 7)

0． 492＊＊＊
( 0． 011 9)

Policy1 0． 279＊＊＊
( 0． 009 8)

Policy2 0． 587＊＊＊
( 0． 009 88)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3． 004＊＊＊
( 0． 014 5)

－ 3． 012＊＊＊
( 0． 017 7)

－ 2． 998＊＊＊
( 0． 016)

－ 2． 604＊＊＊
( 0． 025)

－ 3． 019＊＊＊
( 0． 017 8)

观测值 1 447 614 1 101 728 1 273 175 200 954 1 246 660
Ｒ2 0． 106 0． 088 0． 100 0． 239 0． 076
系数 β1 组间差
异性 suest检验

显著 显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报告了模型( 1 )
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1)
列是对选择性产业政策是

否影响全样本企业创新能

力的回归结果，Policy 的系
数值为 0． 561，并在 1%的
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

在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条

件下，受选择性产业政策

扶持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占

比要显著高于未受扶持企

业，也就是说，选择性产业

政策显著地提高了被扶持

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
地，为了捕捉不同程度的

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作用，我们对重点扶持企业和一般扶持企业进行了分组回归，估计结

果如第( 2) ～ ( 3) 列所示，从 Policy1 和 Policy2 的系数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知，选择性产业
政策对重点扶持企业和一般扶持企业的创新能力都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但两组估计结果中系数 β1

的组间 suest检验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重点扶持企业的系数值明显小于一般扶持企业( 0． 279 ＜
0. 587)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重点扶持企业一般为新兴产业，正处在培育发展阶段，技术
和市场仍不成熟，因此导致新产品产出低于较为成熟的一般扶持企业，但总而言之，选择性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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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我们还根据产权性质进行了分组估计，结果如第( 4) ～ ( 5) 列所示，可以看出，不管是国有

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策变量 Policy的系数值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选择性产业政
策可以同时提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两组结果中系数 β1 的 suest 检验
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但这主要是因为系数值不同造成的，并不影响显著性水平。在之后的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分组估计中我们均对主要变量的系数进行了组间 suest 检验，我们发现所有的 suest
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我们在之后的结果分析中只给出了 suest检验的显著性，不再
一一进行分析。
( 三) 作用机制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了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及，
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等，那么选择性产业政策究竟
是通过哪种手段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促进效应的? 在本部分，我们将逐一进行检验。
在模型设计上，我们利用温忠麟等［30］在 Sobel检验的基础上构造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来识别选

择性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检验模型设计如下:

Innovit = α + β1Policyit + β2Controlit +∑ Year +∑ Ind + μ1 ( 2)

Medit = α + δ1Policyit +∑ Year +∑ Ind + μ2 ( 3)

Innovit = α + γ1Policyit + γ2Medit + γ3Controlit +∑ Year +∑ Ind + μ3 ( 4)

其中，Med为作用机制变量，以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扶持手段表示，具体包括财政补贴( Sub) 、税收
优惠( Tax) 和市场竞争程度( HHI) ，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μ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各项与模型( 1) 定义
相同。中介效应由 δ1 × γ2 衡量，δ1、γ2 全部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显著，δ1、γ2 至少一个不显著则需进行

Sobel检验，若 Sobel检验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 Sobel检验中，5% 显著性水平
的统计量临界值为 0． 97 左右［31］。

1． 选择性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企业创新。表 3汇报了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否会通过财政补贴影
响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第( 1) ～ ( 3) 列是对全样本企业的回归，从第( 3) 列中财政补贴 Sub的估计系
数为 0． 185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可知，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地，系数 δ1

表 3 作用机制检验:财政补贴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Tobit
Innov

( 2) Tobit
Sub

( 3) Tobit
Innov

( 4) Tobit
Innov

( 5) Tobit
Sub

( 6) Tobit
Innov

( 7) Tobit
Innov

( 8) Tobit
Sub

( 9) Tobit
Innov

Policy 0． 561＊＊＊
( 0． 009 44)

0． 004 24＊＊＊
( 0． 000 420)

0． 561＊＊＊
( 0． 009 44)

0． 739＊＊＊
( 0． 015 7)

0． 003 34＊＊＊
( 0． 000 831)

0． 736＊＊＊
( 0． 015 7)

0． 491＊＊＊
( 0． 011 8)

0． 004 90＊＊＊
( 0． 000 483)

0． 492＊＊＊
( 0． 011 9)

Sub 0． 185*

( 0． 110)
－ 1． 280＊＊＊
( 0． 203)

0． 841＊＊＊
( 0． 145)

Control Yes — Yes Yes — Yes Yes —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3． 004＊＊＊
( 0． 014 5)

－ 0． 051 9＊＊＊
( 0． 000 312)

－ 3． 004＊＊＊
( 0． 014 5)

－ 2． 609＊＊＊
( 0． 025 0)

－ 0． 042 2＊＊＊
( 0． 000 534)

－ 2． 604＊＊＊
( 0． 025 0)

－ 3． 017＊＊＊
( 0． 017 8)

－ 0． 057 3＊＊＊
( 0． 000 388)

－ 3． 019＊＊＊
( 0． 017 8)

观测值 1 447 614 1 447 614 1 447 614 200 954 200 954 200 954 1 246 660 1 246 660 1 246 660
Ｒ2 0． 106 0． 253 0． 106 0． 238 0． 172 0． 239 0． 076 0． 147 0． 082
Sobel检验 δ1、γ2 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 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 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中介效应 显著 显著 显著
系数 δ1、γ2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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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γ2均显著为正表明，来自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无需进行 Sobel检验，也就是说，总体上选择性
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机制实现。第( 4) ～ ( 6) 列和第( 7) ～ ( 9) 列分
别对国有企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进行了估计分析，其中，在对国有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中，系数 δ1
和 γ2均显著，无需进行 Sobel检验，但系数 γ2显著为负，说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财政补贴机制对国有

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在对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中，系数 δ1 和 γ2 均显著为

正，这说明，财政补贴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产业政策的倾斜，因此会出于“寻找扶持”的动机更多地进行“策略性”创新，而
民营企业被政策扶持时，由于资源约束得以有效缓解，更倾向于进行“实质性”创新［12］②。另外，相较
于民营企业，由于高管目标函数和企业最终目标的差异，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对产业政策的直

接干预反应不够敏感。因此，从以新产品为表征的创新能力来看，选择性产业政策采取的财政补贴这
一直接干预机制只能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甚至存在着显著的负向效应。

2． 选择性产业政策→税收优惠→企业创新。表 4汇报了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否会通过税收优惠
影响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第( 1) ～ ( 3) 列是对全样本企业的回归，从第( 3) 列税收优惠 Tax的估计
系数为 － 3． 752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知，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
系数 δ1 和 γ2 均显著为负表明，来自税收优惠的中介效应显著，无需进行 Sobel检验，因此，总体上来
讲，税收优惠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在第( 4) ～ ( 6) 列和第( 7) ～ ( 9) 列
的分组回归结果中，由系数 δ1 和 γ2 均显著为负可知，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既可以提高国有

企业的创新能力又可以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主要是因为: 相较于财政补贴机制而言，税收优
惠机制更注重市场的作用，能够有效避免激励扭曲和政企寻租风险等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对国有

企业创新同样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

表 4 作用机制检验:税收优惠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Tobit ( 2) OLS ( 3) Tobit ( 4) Tobit ( 5) OLS ( 6) Tobit ( 7) Tobit ( 8) OLS ( 9) Tobit
Innov Tax Innov Innov Tax Innov Innov Tax Innov

Policy 0． 573＊＊＊
( 0． 009 45)

－0．002 99＊＊＊
( 0． 000 075)

0． 561＊＊＊
( 0． 009 44)

0． 738＊＊＊
( 0． 015 7)

－0．004 21＊＊＊
( 0． 000 166)

0． 736＊＊＊
( 0． 015 7)

0． 507＊＊＊
( 0． 011 9)

－0． 002 51＊＊＊
( 0． 000 084)

0． 492＊＊＊
( 0． 011 9)

Tax －3． 752＊＊＊
( 0． 106)

－0． 849＊＊＊
( 0． 193)

－4． 697＊＊＊
( 0． 125)

Control Yes — Yes Yes — Yes Yes —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 027＊＊＊
( 0． 014 5)

0． 003 12＊＊＊
( 0． 000 049)

－3． 004＊＊＊
( 0． 014 5)

－2． 607＊＊＊
( 0． 025 0)

0． 001 15＊＊＊
( 0． 000 094)

－2． 604＊＊＊
( 0． 025 0)

－3． 052＊＊＊
( 0． 017 8)

0． 004 24＊＊＊
( 0． 000 058)

－3． 019＊＊＊
( 0． 017 8)

观测值 1 447 614 1 447 614 1 447 614 200 954 200 954 200 954 1 246 660 1 246 660 1 246 660
Ｒ2 0． 105 0． 015 0． 106 0． 239 0． 034 0． 240 0． 074 0． 014 0． 082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中介效应 显著 显著 显著
系数 δ1、γ2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3． 选择性产业政策→市场准入→企业创新。表 5汇报了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否会通过放宽市场
准入条件影响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第( 1) ～ ( 3) 列是对全样本企业的回归，其中，第( 3) 列中 HHI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进
一步地，系数 δ1 和 γ2 均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准入机制的中介效应显著，无需进行 Sobel检验，因此，总
体上来讲，市场准入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在第( 4) ～ ( 6) 列和第(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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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列的分组回归结果中，系数 δ1和 γ2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市
场准入机制可以同时提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这是因为: 中国产业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差距相对较小且竞争激烈［32］，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中，企业具有强烈的“逃离”动力，会通过创新来摆
脱产业内其他竞争企业，因此，在选择性产业政策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后，迫于竞争的压力，国有企业

也不得不通过企业创新来提升自己的市场势力。

表 5 作用机制检验:市场准入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Tobit ( 2) OLS ( 3) Tobit ( 4) Tobit ( 5) OLS ( 6) Tobit ( 7) Tobit ( 8) OLS ( 9) Tobit

Innov HHI Innov Innov HHI Innov Innov HHI Innov

Policy 0． 611＊＊＊
( 0． 009 01)

－0． 005 03＊＊＊
( 0． 000 011)

0． 561＊＊＊
( 0． 009 44)

0． 752＊＊＊
( 0． 015 3)

－0． 005 35＊＊＊
( 0． 000 037)

0． 736＊＊＊
( 0． 015 7)

0． 551＊＊＊
( 0． 011)

－0． 004 97＊＊＊
( 0． 000 011)

0． 492＊＊＊
( 0． 011 9)

HHI －10． 11＊＊＊
( 0． 588)

－2． 944＊＊＊
( 0． 642)

－12． 04＊＊＊
( 0． 928)

Control Yes — Yes Yes — Yes Yes —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 986＊＊＊
( 0． 014 5)

0． 002 14＊＊＊
( 0． 000 007)

－3． 004＊＊＊
( 0． 014 5)

－2． 600＊＊＊
( 0． 024 9)

0． 002 07＊＊＊
( 0． 000 021)

－2． 604＊＊＊
( 0． 025)

－2． 994＊＊＊
( 0． 017 6)

0． 002 08＊＊＊
( 0． 000 008)

－3． 019＊＊＊
( 0． 017 8)

观测值 1 447 614 1 447 614 1 447 614 200 954 200 954 200 954 1 246 660 1 246 660 1 246 660
Ｒ2 0． 104 0． 799 0． 106 0． 238 0． 794 0． 238 0． 076 0． 816 0． 082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δ1、γ2显著，无需 Sobel检验
中介效应 显著 显著 显著
系数 δ1、γ2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五、稳健性检验
( 一) 缓解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法( IV)
模型( 1) 估计结果的可信性依赖于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 Policy是外生的，但现实中，这一假

定可能并不成立，这是因为，政府部门可能会基于多种宏观因素对某个产业进行扶持( 比如，政府有

强烈的动机对引领经济发展或者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扶持) ，这便使得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一

定的内生性，采用模型( 1) 进行估计分析时便可能无法得到一致估计。因此，有必要采用更为严谨的
计量方法以缓解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内生性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用工具变量法( IV) 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

相关性，是指工具变量需与内生变量相关; 二是外生性，是指工具变量需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我们
认为，政府选择被扶持产业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即产业份额，而某个产

业的总产值占比可以作为产业份额的合理代理变量。产业份额虽然能够影响一个产业是否被扶持
的概率，但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不会产生系统的影响，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选择条件。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选择性产业政策 Policy为虚拟变量，直接使用产业份额作为工具变量可能会出现弱工具
变量性。因此，我们参考宋凌云和王贤彬［3］的做法，首先利用 Probit 模型估计出产业被选择性产业
政策扶持的概率，然后利用该概率作为工具变量，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prob{ Policyjt = 1} = α + β1output_ratiojt + ε jt ( 5)
其中，j、t分别表示产业和年份，output_ratiojt表示第 j个产业第 t年的产业份额，用 j产业总产值占

所有产业产值的比重表示。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在所有列中，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量均远大于临界值

10，这说明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与选择性产业政策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具体看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第( 1) 列是对全样本企业的回归，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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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2SLS ( 2) 2SLS ( 3) 2SLS

Policy 0． 086 6＊＊＊
( 0． 004 58)

0． 209＊＊＊
( 0． 005 29)

0． 022 1＊＊＊
( 0． 006 91)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常数项
－ 0． 118＊＊＊
( 0． 001 39)

－ 0． 180＊＊＊
( 0． 003 16)

－ 0． 086 8＊＊＊
( 0． 001 67)

观测值 1 447 614 200 954 1 246 660
Ｒ2 0． 043 0． 109 0． 030
Kleibergen-Paap Wald统计量 281． 36 248． 78 189． 69
系数 β1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
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Policy的系数值等于 0． 086 6 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第( 2 ) ～ ( 3 ) 列是对国有企业样
本和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可以看出，Policy
的系数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
结果与表 2 的结果相吻合。因此，即使缓解
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结论依然

保持不变。
( 二) 排除其他干扰因素: 双重差分法

( DID)
双重差分模型可以通过两次差分有效

地剔除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使

本文的结论更为严谨，我们参考余明桂

等［13］的做法，利用“十一五”规划中对被扶持产业的调整，进一步地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稳健性检
验，模型设计如下:

Innovit = α + β1DIDgroupit + β2DIDtimeit + β3DIDgroupit × DIDtimeit

+ β4Controlit +∑ Year +∑ Ind + εit

( 6)

其中，DIDgroup和DIDtime为两个虚拟变量: DIDgroup等于1代表“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中都被扶持的企业( 实验组) ，等于 0 代表在“十五”计划中被扶持但在“十一五”规划中不被扶持的
企业( 对照组) ; DIDtime等于 1表示“十一五”规划期间( 2006—2010年) ，等于 0表示“十五”计划期
间( 2001—2005 年) 。根据 DID模型的原理，交互项系数 β3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它反映了剔除其他因

素之后，选择性产业政策对实验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其他各项与模型( 1) 定义相同。

图 1 新产品产值占比平行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DID 模型的使用需要一
个重要前提，即事件发生前实验组与对照组

之间应该满足平行变化趋势。为此，我们对
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占比进行

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
出，在选择性产业政策调整前( “十一五”规划
之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新产品产值占比基

本上保持着相同的增长趋势③，因此，本文样

本数据符合 DID 模型的使用条件。此外，从
图中可以看出，政策调整后，实验组的新产品

产值占比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趋势，但对

照组的增长趋势明显放缓，这说明，选择性产

业政策的调整对两组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了

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在统计上显著还需进

一步检验。
DID的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第( 1) 列是全样本回归结果，我们所关心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与对照组相比，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实验组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进一步地，第( 2) ～ ( 3) 列给出了国有企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IDgroup 和
DIDtime交互项系数无论在国有企业组还是民营企业组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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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法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Tobit ( 2) Tobit ( 3) Tobit

DIDgroup －0． 496＊＊＊
( 0． 009 60)

－0． 399＊＊＊
( 0． 013 4)

－0． 531＊＊＊
( 0． 015 8)

DIDtime 0． 138＊＊＊
( 0． 008 79)

－0． 042 8＊＊＊
( 0． 012 2)

0． 164＊＊＊
( 0． 011 3)

DIDgroup × DIDtime 0． 118＊＊＊
( 0． 007 52)

0． 092 8＊＊＊
( 0． 016 5)

0． 137＊＊＊
( 0． 009 55)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常数项
－2． 475＊＊＊
( 0． 019 7)

－1． 808＊＊＊
( 0． 030 1)

－2． 611＊＊＊
( 0． 028)

观测值 622 769 76 110 546 659
Ｒ2 0． 113 0． 187 0． 086
系数 β3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用更为严谨的 DID模型进行估计时，选择性产业
政策依然可以显著地提升被扶持企业的创新能

力，本文结论仍然不变。
( 三) 改变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

性检验

以新产品产值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主

要体现的是创新转化能力，而一个企业的创新

能力还可以体现在创新投入上，因此在该部分

我们采用企业研发投入( ＲD，定义见表 1) 作为
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
计结果如表8第( 1) ～ ( 3) 列所示，我们重点关
注政策变量 Policy 的系数值及显著性，可以看
出，在对被解释变量 ＲD 的估计中，Policy 的系
数值均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即
使以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本文的结论依然不变。此外，企业是否参与创新也是企
业创新能力的一种体现，因此，我们基于企业是否有新产品产出生成企业是否参与创新的二值变量

Innov_part，并基于 Logit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8第( 4) ～ ( 6) 列所示，可以看出，不管是全
样本回归还是分组回归，Policy的系数值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再次证明，本文的结论是
非常稳健的。

表 8 稳健性检验:改变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ＲD) 企业是否参与创新( Innov_part)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Tobit ( 2) Tobit ( 3) Tobit ( 4) Logit ( 5) Logit ( 6) Logit

Policy 1． 908＊＊＊
( 0． 040 7)

1． 977＊＊＊
( 0． 078 4)

1． 860＊＊＊
( 0． 048 3)

1． 334＊＊＊
( 0． 024 3)

2． 525＊＊＊
( 0． 060 5)

1． 059＊＊＊
( 0． 027 9)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 9． 449＊＊＊
( 0． 054 6)

－ 7． 506＊＊＊
( 0． 113)

－ 9． 622＊＊＊
( 0． 061 9)

－ 7． 677＊＊＊
( 0． 033 6)

－ 9． 520＊＊＊
( 0． 085 4)

－ 7． 042＊＊＊
( 0． 038 5)

观测值 879 326 79 859 799 467 1 447 614 200 954 1 246 660
Ｒ2 0． 095 0． 149 0． 085 0． 120 0． 257 0． 082
系数 β1 suest检验 显著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

六、进一步讨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
在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详实地估计了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因果效应，发现

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前文研究均从静态角度展开分析，并
未涉及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存时间问题。毛其淋和许家云［33］认为，只有连贯持久的企业创新才能够
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我们在该部分进一步地采用生存分析法

考察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这有益于更全面地评估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效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生存分析法是一种把事件结果和结果生存时间结合起来分析
的统计分析法［34］。该方法最初主要应用于生物学和医学领域，近些年来，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多用该
方法研究对外贸易持续时间和企业生存等问题。本文基于以往学者的理论经验尝试采用该方法研
究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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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模型设计

首先，本文将企业创新生存时间定义为一个企业从开始新产品生产到停止新产品生产所经历的

时间长度。其次，为了避免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对企业新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我们只保留了在
2001—2010 年间持续经营的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另外，在进行生存分析时通常还需要对数据删失问
题进行处理，对于左侧删失问题，我们选取了首个年份( 2001 年) 无新产品产出但在 2002—2010 年
间有新产品产出的企业作为最终样本，而对于右侧删失问题，生存分析法自身便可以很好地解决。
在计量模型的设计上，参考已有文献［34］令 Ti表示企业 i的创新生存时间，在离散时间模型中，企

业创新生存时间的重点在于企业创新在给定的时间区间［tk，tk+1］( k = 1，2，…，kmax ) 内终止的概率，
这一概率被称作离散时间危险率，其计算公式为:

hik = P( Ti ＜ tk+1 | Ti ≥ tk ) = F( x'ikβ + γk ) ( 7)
其中，Ti表示企业 i创新持续的时间( i = 1，2，…，n) ; xik为时间依存协变量; γk为基准风险函数;

F(·) 是概率分布函数，其对所有的 i和 k都有 0≤ hik≤ 1。引入一个二值离散变量 yik，如果一个时间
段在第 k年终止，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进一步地，我们采用离散时间 Cloglog 模型对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问题展

开研究。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Cloglog( 1 － hj ) = α + β1Policyit + β2Controlit +∑Year +∑Ind + γk + εit ( 8)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二值离散变量，表示企业创新的终止风险率，γk为区间基准危险率，Policy为
选择性产业政策虚拟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 1) 相同。
( 二) 结果分析

图 2 全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曲线

图 2、图 3 和图 4 分别汇报了选择性产业政策
影响全样本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其中，实线表示受产业政
策扶持企业，虚线表示未受产业政策扶持企业。
可以看出，图中被扶持企业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
线相对靠右上方，这说明，在全样本企业、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中，被扶持企业所面临的创新终止

风险率都明显低于未被扶持企业，也就是说，相较

于未被扶持企业，被扶持企业的创新生存时间更

长。此外，我们基于 Log-Ｒank 检验方法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企业的生存时间进行了水平间的整体

图 3 国有企业创新生存曲线 图 4 民营企业创新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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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全样本、国有企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的 Log-Ｒank 统计量分别为 413. 92、
74. 99 和 270. 23，它们对应的 p值均远小于 1%，这说明，从水平间的整体比较来看，被扶持企业的创
新生存时间同样显著地高于未被扶持企业。

表 9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生存时间
Cloglog模型估计结果

全样本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Cloglog ( 2) Cloglog ( 3) Cloglog

Policy － 0． 575＊＊＊
( 0． 026 7)

－ 1． 204＊＊＊
( 0． 064)

－ 0． 444＊＊＊
( 0． 030 2)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常数项
3． 388＊＊＊
( 0． 035 8)

4． 527＊＊＊
( 0． 090 2)

3． 050＊＊＊
( 0． 039 9)

Log likelihood － 59 289． 022 － 13 095． 627 － 45 488． 271
观测值 188 072 33 770 154 302
系数 β1 suest检验 显著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与＊＊＊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Log likelihood 为对数似
然值。

进一步地，我们根据模型( 8) 对选择性产业政
策影响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问题进行了 Cloglog
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第( 1) 列为全样
本回归结果，政策虚拟变量 Policy 的系数为负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显
著地降低了被扶持企业创新活动的终止风险率，

也就是说，选择性产业政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

的生存时间。第( 2 ) 列和第( 3 ) 列汇报了国有企
业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从政策变量

Policy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知，选择
性产业政策可以同时延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

新的生存时间。
综上，Kaplan-Meier 生存曲线、Log-Ｒank 检验

方法和 Cloglog 模型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选
择性产业政策显著地延长了企业创新的生存时间。这主要是因为: ( 1)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长期面
临“金融歧视”的情况下，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扶持直接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资金，缓解了企业持续创
新所面临的资金约束，因此有利于企业创新生存时间的延长; ( 2)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虽然财政补贴
这一直接扶持手段不能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影响，但在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要想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就必须持续地进行创新活动，以保证企业的成长活力。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二十世纪“七五”计划开始，中国长期地使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来调节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

长，尽管产业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采用的一项经济促进政策，但其有

效性在国内备受争议。本文以国家“五年计划( 规划) ”为切入点，以企业创新为视角，基于 2001—
2010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经验分析了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结果显示: ( 1) 中国选择
性产业政策整体上可以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以新产品产值为表征的创新能力; ( 2) 选
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机制实现，但与民营
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只能通过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机制提高创新能力，财政补贴机制反而对国有企

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 3) 选择性产业政策可以明显地延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
新生存时间。
本文从新产品这一全新的视角研究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及创新生存时间的影响，不

仅从侧面回应了“林张之争”，而且补充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
学术贡献。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给予了政府部门重要的政策启示:
( 1)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本文的结论显示，中国选择

性产业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延长了企业创新的生存时间，充分肯定了政策的有效

性。因此，选择性产业政策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实施空间，当前中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敏感阶段，
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若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断崖式下滑。所以，
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显然是个伪命题，其仍然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 2)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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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较大差异，国有企业只能通过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机制提高创新能力，财政补贴这一直接干

预机制甚至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深化国企改

革，进一步消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提高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效率，另一方面应该

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政策，民营企业继续以缓解创新资金约束的直接扶持为主，而

国有企业应以间接的市场引导为主。

注释:

①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特征不再列示，但结果备索。
②黎文靖和郑曼妮［12］将“策略性”创新定义为以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为表征的创新，将“实质性”创新定义为以发明
专利为表征的技术创新，工业企业新产品的产出更多地依靠发明型技术创新而非外观和实用新型。

③由于新产品产值 2004 年的数据缺失，所以图中 2003—2005 年间为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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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survival ti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O Ping，WANG Guijun
( Business School，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Five-Year Plan”of central government as the entry point and uses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10 to analyze the micro-effects of China’s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supported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new products． This conclusion has passed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Further，the examin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shows that the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s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fiscal subsidies，tax incentives，and market

access mechanisms． However，compared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only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ax incentives and market access mechanisms．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fiscal subsidies eve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on the survival time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This conclus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but also gives government important policy enlightenment，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ubsequent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 corporate innovati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innovation surviv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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